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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支持与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

范燕丽　丛树海

［提　要］　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持续增收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基础。本文
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县级面板数据，以脱贫县农民为研究对象，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财
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情况及地区异质性。研究发
现：与合成县相比，约３５．４８％的县的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上升，约４５．１６％的县下降，
约１９．３６％的县基本无差异。财政收入端和支出端的共同挤压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
力增大，进一步对地方政府整体财政支出产生约束，进而对不同自我发展能力的地区产
生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欠发达地区的自
我发展能力，为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提供了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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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促进共同富裕，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２０２１）。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依旧是低收入群体的集
聚地 （杨穗，２０２２），如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脱贫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促进低收入群体
持续增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更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因此必须把保障低收
入群体持续增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性成就表明财政资金在保障低收入群体增收中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自上而下的推力，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关键路径。① 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中央分别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１　５６１亿元与

１　６５０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② 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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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取得全面胜利后，衔接性和发展性是财政资金的两个重要特征。衔接性表明财政资金在特定时
间 （缓冲期）内为欠发达地区平稳实现自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发展性表明财政资金立足长远，
着眼可持续性，旨在构筑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最终目的都是构筑欠发达地区的自我

发展能力，这些倾斜性的财政资金具有阶段性，其支持力度会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
化。那么，我国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变化对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存在什么影响？这种影
响是否会因为自我发展能力不同而产生差异？回答这些问题为平稳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基

础。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财政资金支持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作用
（Ｋｉｍ　＆Ｌａｍｂｅｒｔ，２００９；郭庆旺等，２０１６；张凯强，２０１８）。刘冬梅 （２００１）的研究表明财政资
金在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研究发
现多种财政资金支持使得农民收入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间增长了３８％；张凯强 （２０１８）研究发现获
取更多的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财政资金并未
完全发挥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和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正向作用。还有部分研究发现更多的上
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并未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 （周敏慧和陶然，２０１６），且从地区教育的角
度评估发现其对减少文盲既没有短期影响，也没有长期影响 （Ｌü，２０１５）；此外，王艺明和刘志
红 （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在短期内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
长期影响不稳定或逐渐减弱。产生这一差异化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高效发挥财
政资金在保障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积极作用以更好地瞄准低收入群体为条件 （谢垩，２０１７），在
大量财政资金倾斜的过程中产生了资金管理、资金瞄准、支出绩效等问题；第二，部分欠发达地
区和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不足，长期依赖财政资金的 “输血”式支持导致其内生发展动力不
足 （范燕丽等，２０２１；李晗和陆迁，２０２２），易形成 “等靠要”和 “养懒汉”现象，对政策效果
造成不确定性。

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增加的积极作用，但从财政资
金支持力度下降的角度探讨其影响的研究较少。其中，佟大建和应瑞瑶 （２０１９）认为财政资金支
持力度下降是脱贫县农民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范燕丽等 （２０２１）研究发现，在完善的退出机制
和正向激励原则的保障下，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并不会引致脱贫县农民收入下降。这些研究以
脱贫县的农村地区这一典型的低收入群体集聚地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

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影响，但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且研究均集中于对地区平均效应的研究，并未从
地区异质性的视角探讨产生差异化结论的原因。地区异质性普遍存在于各项政策实施过程中，即
使同一政策施行于不同地区，其政策效应也会因多种因素而产生差异 （张国建等，２０１９）。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基于２０１２年调出３８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一事件①，构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县级面板数据，并从地区异质性的视角研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欠发达地区
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的变化。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首先，区别于已有文献探讨财政资
金支持力度增加 （如设立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生的政策效应，本文基于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下降 （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研究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 （脱贫县农民）收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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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２年调整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调整的差异在于，２０１２年调整允许调出省 “出一补一”，该省的贫困县总
数不变，而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调整后贫困县退出历史舞台。此外，２０１２年调出的县不再享受国家专项扶贫资金的支
持，即使部分县仍被纳入省定贫困县序列，整体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而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调出的县具有政策缓
冲期，享受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因此，本文采用２０１２年调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来研究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可以有效排除政策缓冲期内的财政资金支持带来的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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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情况变化，以探讨上级政府财政资金等优惠政策撤离后，低收入群体增收效应的可持续性。其
次，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打开区域整体影响的 “黑箱”，发现根据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同，财政
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最后，本文探讨了财政资
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和整体财政支出变化，并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基础
设施建设、金融贷款的角度分析不同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差异，为后续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阶段
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
数据说明、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报告了基准实证结果、进行相关有效性检验及稳健性
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以及财政支出变化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
影响；第五部分比较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贷款的差异，从地区自我发展能
力差异的角度探讨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呈现地区异质性的原因；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财政资金是促进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中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而自我发展能力差异是
造成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内在动力 （郭熙保和周强，２０１６）。因此，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变化的
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变化，二是自我发展能力差异。
我国县级财政对于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具有高度依赖性。１９９４—２０１９年我国县级政府平均财

政自给率为４５％①，欠发达地区对于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更大，如甘肃省２０２１年县级财政平均自
给率仅为２５％。②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欠发达地区整体财政支出减少。首先，财政资金支
持力度下降减少了地区的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减少是导致整体财政支出减少的直接原因。欠发
达地区对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因此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
影响较大。其次，欠发达地区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依旧面临较大的财政支出需求，收支双重挤
压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陡增，较高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减少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规模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Ｍｉｌｌｅｒ　＆Ｒｕｓｓｅｋ，１９９７），且在欠发达地区这种正

向效应更明显 （Ｒａｍ，１９８６），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私人部门投资和公共间接投资 （如国有企业
投资等）匮乏。对我国农村地区而言，财政支出在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
障、完善农业投资建设、吸引私人及公共间接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 （林伯强，２００５；杨义武和林
万龙，２０２１），这些公共投资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低收入群体增收提供了内生发展动力，这也
是我国提出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这些地区倾斜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２０１８）的重要理论依据。基于以上分析，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
一方面直接导致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导致其财政支出压力上升，财政收入减少和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上升使得地区财政支出减少。基于财政支出在低收入群体增收中的重要作
用，财政支出减少为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增添了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１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由此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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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ｋｙｎｅｗｓｍｇｒ／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ｑｕｅｒｙＯｎｅＮｅｗｓＲｅｃｏｒｄ？ｒｅｔＶａｌ＝ｃｎｚｋｃｇｘｗ＆ｚｙｆｌａｇ＝１＆ｓｅａｒｃｈＦｌａｇ＝２＆ｎｅｗｓｉｄ＝
１２１０１０００１４＿４０２１２４５２。

《各省市财政自给率如何？》，新浪财经，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ｍｏｎｅｙ／ｂｏｎｄ／２０２２－０６－１４／ｄ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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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支出减少阻碍了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
自我发展能力是保障稳定脱贫的关键 （左停等，２０２１）。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判断个体是否贫

穷的标准在于是否具备实现自己想要的基本物质生活和自由的可行能力 （阿马蒂亚·森，２００１）。
能力贫困理论在地区层面表现为一个地区是否具备摆脱贫困并防止再次陷入贫困的自我发展能

力。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引致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减缓，这种减缓作用随着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不同而呈现两种不同状态，即遮掩效应和抑制效应。①

一方面，部分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资金和各项优惠政策的支持下，通过长期建设与自我发展逐
渐摆脱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即使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缓慢下降，这部分地区也不会在脱贫后返
贫。凭借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合理的产业结构、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这些地区的低收入群
体能够保持增收态势，逐渐摆脱低收入困境。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仅使得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
幅度减小，产生遮掩效应。
另一方面，部分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依旧薄弱，自身造血能力不足使其无法摆脱对于财政

资金的依赖，财政资金支持依旧是保障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重要条件。这部分地区在财政资金支
持力度下降时，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受阻，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此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进
一步抑制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即产生抑制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２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具备较强自

我发展能力的地区能够维持收入加速增长态势，而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收入增长减缓。
综上，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理论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以２０１２年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调整这一事件为冲击，利用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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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遮掩效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是指间接效应的方向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总效
应可能因被 “遮掩”而减小甚至不显著，在本文中指地区财政支出减少 “遮掩”了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强地区的
收入增长幅度，但并未使其增长情况逆转。抑制效应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是指间接效应的方向与直接效应方向
相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总效应加剧，在本文中指地区财政支出减少进一步 “抑制”了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地区
的收入增长。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情况变化考察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影响，主要原因如下：其一，２０１２
年调出名单后，各调出县不再享受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支持，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其二，调出
县相对于其他非贫县而言依旧是相对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中的农村地区是低收入群体的集聚
地。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找各省市
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进行补充。２０１３年国家统计局实施了城乡住户调
查一体化改革，开始使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代替原先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为保证数据
口径的一致性，本文运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计算改革后的农民人均纯收入①；从２０１８
年起，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规则发生变化，年鉴中仅披露增长率，本文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率进行计算。合成控制法要求数据结构为无缺失值的平衡面板数据，经手动补充后仍存
在少量数据缺失，本文运用插补法将其补齐。为最大限度地控制地理、环境、人文等不可观测因
素对合成结果造成影响，本文采用同一省内的县进行相应县的合成②，因此本文使用２０１２年存
在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７个省③的全部县级层面数据，剔除数据不可得的县后共５１５个
县，其中３４个县为脱贫县，１８２个县为未脱贫县 （截至２０２０年均已全部脱贫），其余２９９个县为
非贫县。数据中剔除了四川省、青海省的样本，首先在于四川省、青海省分别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
年遭受地震冲击，对当地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投资状况等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在于两省内部
县级数据缺失较多。本文采用同一省内的县进行相应县的合成，剔除这两个省的样本对本文的研
究结果并无严重影响。

（二）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１．预测变量 （被解释变量）。本文预测变量为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代理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

采用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换算为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的实际值并取其自然对数。由于观测
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口径调整，本文运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计算口径调整后的农
民人均纯收入，即口径调整后本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本年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２．核心政策变量。本文的核心政策变量为２０１２年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调整的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ｐｏｏｒ×ｔｉｍｅ），用于指代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变化，当时间ｔ≥２０１２时，ｔｉｍｅ＝１；当时间

ｔ＜２０１２时，ｔｉｍｅ＝０。④ 首先，设定全部脱贫县为实验组，全部非贫县为控制组，即若该县此次
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则ｐｏｏｒ１＝１；若为非贫县，则ｐｏｏｒ１＝０。根据合成控制分析
结果，若实验组县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合成县，则ｐｏｏｒ２＝１，若为非贫县，则ｐｏｏｒ２＝０，其余

９６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间国家统计局同时公布了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具体数值，根据
计算可得：２０１４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一致，均约为１１．２％；２０１５年二者
的增长率也基本一致，均约为８．９％。因此，本文假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一致。

本文中的县表示全部县级行政区划，包括县、区、自治县、旗等。

２０１２年共９个省存在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序列的情况，包括河北省涉县、广平县、宽城满
族自治县、东光县、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旗、和林格尔县、清水河旗、固阳旗、达尔罕
茂明安联合旗、克什克腾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多伦旗；黑龙江省杜尔伯
特蒙古族自治县；安徽省长丰县、无为县、枞阳县、霍山县、泾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南丹县、天峨县；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陕西省彬县、安塞县、子长县、吴起县、府谷县、靖边县；四川省雅江县、新龙县；青
海省尖扎县、玉树市。为方便阅读，后文对一些自治县、自治旗使用约定俗成的简称。例如，费城满族自治县简
称宽城县。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印发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因此本文设定２０１２年为财政资金支
持力度下降的起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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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剔除；若实验组县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合成县，则ｐｏｏｒ３＝１，若为非贫县，则ｐｏｏｒ３＝０，其
余县剔除。因此，ｔｒｅａｔ１、ｔｒｅａｔ２、ｔｒｅａｔ３分别用于估计全部脱贫县、收入增长加速组、收入增长
减缓组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其次，为进一步将脱贫县与未脱贫县进行比较，设定全部脱贫县为
实验组，全部未脱贫县为控制组，即若该县此次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则ｐｏｏｒ４＝１，
若该县为未脱贫县，则ｐｏｏｒ４＝０。在此基础上，若实验组县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合成县，则

ｐｏｏｒ５＝１，若该县为未脱贫县，则ｐｏｏｒ５＝０，其余县剔除；若实验组县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合成
县，则ｐｏｏｒ６＝１，若该县为未脱贫县，则ｐｏｏｒ６＝０，其余县剔除。因此，ｔｒｅａｔ４、ｔｒｅａｔ５、

ｔｒｅａｔ６分别用于比较不同组中脱贫县与未脱贫县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

３．其他变量。参考张楠等 （２０２０）和佟大建等 （２０２０）的研究并综合考虑县级数据的可得
性，本文选取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特征、地理条件等作为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产业
结构、工业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储蓄率、贷款率、人口密度、医疗设施条件、距地级市中心距
离、距省会城市距离。具体来说，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ＧＤＰ×１００；产业结构为三次产
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并以另一种衡量方式，即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作
为补充；工业规模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自然对数；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ＧＤＰ×１００；储蓄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ＧＤＰ×１００；贷款率＝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ＧＤＰ×１００；人口密度＝年末总人口／土地面积；医疗设施条件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的自然对
数；距地级市中心距离、距省会城市距离分别为距地级市中心距离与距省会城市距离的自然对
数。为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和整体财政支出变化，本文引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压力和人均财政支出指标，其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王佳杰等，２０１４；赵文哲和杨继东，２０１５；郗曼等，２０２１）①，人均
财政支出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年末总人口的自然对数。表１为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方法
合成控制法最先由Ａｂａｄｉｅ　＆Ｇａｒｄｅａｚａｂａｌ（２００３）率先提出并将其应用于单个目标决策单元

的政策效应评估，目前已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将其应用于各领域政策评估及政策效应异质性分析
（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刘友金和曾小明，２０１８；张楠等，２０２０）。合成控制法的主要优势
在于：首先，该方法是一种非参的方法，通过数据驱动确定不同权重合成目标决策单元，避免了
由主观选取控制组或选择单一控制组带来的误差；其次，该方法可用于考察单个目标决策单元的
政策效应，而非传统政策评估方法估计的平均效应，可用于分析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性；最后，
该方法可以清楚地反映每个控制组对合成虚拟目标决策单元的贡献。因此，该方法为本文研究财
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给定Ｋ＋１个县在ｔ∈ １，Ｔ［ ］期的农民人均纯收入。ＹＩｉｔ表示第ｉ （ｉ∈ １，Ｋ＋１［ ］）个县在特

定时点ｔ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 （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ＹＮ
ｉｔ表

示第ｉ个县在给定时点ｔ未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影响时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假定第ｉ个县
在Ｔ０ （Ｔ０∈ １，Ｔ［ ］）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其余Ｋ 个县未受到影响，则在ｔ∈ １，Ｔ０［ ］时，

任何县均不受影响，此时ＹＩｉｔ＝ＹＮ
ｉｔ；当ｔ∈ Ｔ０＋１，Ｔ［ ］时，受到影响的农民人均纯收入ＹＩｉｔ是真实

可观测的，但假定该县未受影响的反事实农民人均纯收入ＹＮ
ｉｔ是无法观测的 （同一个县只能有受

到影响或未受影响一种状态）。因此，本文参考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提出的方法估计ＹＮ
ｉｔ，估计

０７

① 在不同研究背景下，该指标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如赵文哲和杨继东 （２０１５）将其定义为地方政府财政
缺口压力，郗曼等 （２０２１）将其定义为财政依赖。本文参考王佳杰等 （２０１４）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地方政府财政支
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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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如式 （１）所示：

ＹＮ
ｉｔ ＝δｔ＋θｔＺｉ＋λｔμｉ＋εｉｔ （１）

式中，δ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Ｚｉ 为可观测的ｒ×１维协变量，θｔ 为１×ｒ维未知参数向量，λｔ 为１

×Ｆ 维无法观测的公共因子向量，μｉ 为Ｆ×１维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对所有县均值
为０的不可观测的随机扰动项。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Ｐａｎｅｌ　Ａ：全部县基本特征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农民人均纯收入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８．６４１　 ０．５２８　 ６．８１３　 １１．４８０　 ６　８３０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１１２．３７８　 １１８．７８２　 １．４５７　 １　３６２．８７８　 ７　１６９

人口密度 （ｐｏｐ） ２．８９１　 ２．７９６　 ０．００２　 ２０．５３９　 ７　１９５

工业规模 （ｉｎｄｓｃａｌｅ） ３．６３８　 １．０１３　 ０　 ６．１３８　 ７　０５１

财政支出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２２．１６６　 １４．１２６　 ０．５３２　 １３７．２９８　 ７　１６８

人均财政支出 （ｅｘｐｐｏｐ） ８．３３３　 ０．８７５　 ５．１０３　 １１．３３６　 ７　２０３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ｐｒｅｓｓ） ４．９６２　 ４．９３３ －０．８８３　 ５９．５２９　 ７　２０３

产业结构 （ｓｔｒｕｃ） １．０９６　 １．１１５　 ０．０２９　 １９．６９８　 ７　１５８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ｆｉｒｓｔ） ２２．９７０　 １２．１２５　 ０．１４０　 ７３．５０２　 ７　１４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ｓｅｃｏｎｄ） ４２．８３５　 １６．５６８　 １．３６１　 １１６．６５８　 ７　１４８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ｔｈｉｒｄ） ３３．９１４　 １１．７８３　 ２．５３０　 ２５３．７４５　 ７　１４１

固定资产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 ８２．８０９　 ４２．８５０　 １．０９８　 ４８９．８８２　 ６　４１２

贷款率 （ｌｏａｎ） ５３．４４５　 ４２．３９３　 ０．０２５　 ８５１．０９４　 ６　７７４

储蓄率 （ｓａｖｅ） ７２．１６７　 ３９．８９４　 ０．０１６　 ７３４．４７４　 ６　９２６

距地级市中心距离 （ｌｎｉｎｓ１） ３．８６５　 ０．９３９ －１．８７３　 ５．７３０　 ７　２１０

距省会城市距离 （ｌｎｉｎｓ２） ４．８００　 ０．６２８　 １．６７６　 ５．８２０　 ７　２１０

医疗设施条件 （ｌ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６．８２７　 ０．７５４　 １．６０９　 ８．９２２　 ７　０７１

Ｐａｎｅｌ　Ｂ：脱贫县基本特征

农民人均纯收入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８．７５３　 ０．４６８　 ７．１４３　 ９．６７７　 ４５６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 １６３．６９５　 １７２．２９４　 １３．７３９　 １　１４３．２１０　 ４７４

财政支出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１６．５４１　 ８．１２１　 ３．５４８　 ４９．０１３　 ４７４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ｐｒｅｓｓ）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０ －０．２３９　 ０．３３８　 ４７４

　　说明：为了更好地展示原始数据结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未经插补法补充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为求得ＹＮ
ｉｔ，我们的目标是构造一个Ｋ×１维权重向量Ｗ＝ （ｗ２，ｗ３，…，ｗＫ＋１），ｗｋ≥０，

ｋ∈［２，Ｋ＋１］，ｗ２＋ｗ３＋…＋ｗＫ＋１＝１。因此，加权后控制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
Ｋ＋１

ｋ＝２
ｗｋＹｋｔ＝δｔ＋θｔ∑

Ｋ＋１

ｋ＝２
ｗｋＺｋ＋λｔ∑

Ｋ＋１

ｋ＝２
ｗｋμｋ ＋∑

Ｋ＋１

ｋ＝２
ｗｋεｋｔ （２）

假定存在一个权重向量Ｗ ＊＝ （ｗ２
＊，ｗ３

＊，…，ｗＫ＋１
＊），使得：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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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１

ｋ＝２
ｗ＊
ｋ Ｙｋ１＝Ｙ１１，∑

Ｋ＋１

ｋ＝２
ｗ＊
ｋ Ｙｋ２＝Ｙ１２，…，∑

Ｋ＋１

ｋ＝２
ｗ＊
ｋ ＹｋＴ０＝Ｙ１Ｔ０ （３）

且满足∑
Ｋ＋１

ｋ＝２
ｗ＊
ｋＺｋ＝Ｚ１，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证明了若∑

Ｔ０

ｔ＝１
λ′ｔλｔ 为非奇异矩阵，则：

ＹＮ
１ｔ－∑

Ｋ＋１

ｋ＝２
ｗ＊
ｋ Ｙｋｔ＝∑

Ｋ＋１

ｋ＝２
ｗ＊
ｋ ∑

Ｔ０

ｓ＝１
λｔ ∑

Ｔ０

ｎ＝１
λ′ｎλｎ（ ）－１λｎ［ ］－１λ′ｓεｋｓ－ε１ｓ（ ）－∑

Ｋ＋１

ｋ＝２
ｗ＊
ｋ εｋｓ－ε１ｓ（ ）（４）

若受到影响前的时间较长，在一般情况下式 （４）等号右侧的均值趋于０，即Ｙ
�
Ｎ
１ｔ＝∑

Ｋ＋１

ｋ＝２
ｗ＊
ｋＹｋｔ。

此时受到影响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估计值为：

α�１ｔ＝Ｙ１ｔ－∑
Ｋ＋１

ｋ＝２
ｗ＊
ｋ Ｙｋｔ，ｔ∈ Ｔ０＋１，…，Ｔ［ ］ （５）

至此，求估计值α�１ｔ的关键在于确定权重向量Ｗ ＊。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认为可采用最小化

Ｘ１ 和Ｘ０Ｗ 之间的距离 Ｘ１－Ｘ０Ｗ ＝
　 （Ｘ１－Ｘ０Ｗ）′Ｖ （Ｘ１－Ｘ０Ｗ■ ）确定权重向量，其中Ｘ１ 是

未受影响时地区的ｍ×１维特征向量；Ｘ０的第ｋ列表示地区ｋ未受影响时的特征向量。Ｖ 是一个

ｍ×ｍ 的对称半正定矩阵。虽然对于任意Ｖ 估计结果均是有效的，但Ｖ 的选择会影响估计的均方
根误差 （ＭＳＰＥ），因此，我们在 ＭＳＰＥ最小化下确定最优Ｖ＊，从而得到最优权重向量Ｗ ＊，以
此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的估计值α�１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脱贫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作为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的代理变量，经过逐一评估发

现全部脱贫县可分成四种情况：（１）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 （收入增长加速组）；（２）农
民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 （收入增长减缓组）；（３）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基本无差异 （收入增长
基本不变组）；（４）合成效果欠佳。①

１．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
的有涉县、长丰县、安塞县、吴起县、泾县、平果县、子长县、杜柏尔特县、彬县、多伦县、克
什克腾旗１１个县，这些县收入增长加速。图２展示了收入增长加速组中各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
收入增长变动情况，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前各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基本重
合，说明相应合成县能较好地拟合实际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实
际县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合成县，具体增长差异情况如图３所示。具体来看，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下降前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差距在０值上下波动，说明实际县与合成县间的农民收入增
长情况并无显著差异；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大于０，且财政
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初期，收入差距增大而后趋于平坦。

２．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
的有广平县、东光县、献县、和林格尔县、固阳县、达茂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乌审旗、伊
金霍洛旗、枞阳县、霍山县、南丹县、天峨县１４个县，这些县收入增长减缓。图４展示了收入

２７

① 若２０１２年前合成效果欠佳，２０１２年后出现的收入增长情况变化很可能来源于前期合成结果所产生的误
差，因此，本文中不予考察前期合成效果欠佳的清水河县、府谷县、靖边县，具体合成结果留存备索。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图２　收入增长加速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示例

　　说明：图中实线代表实际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虚线代表相应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垂直虚线代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下降的具体年份 （２０１２年）。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６个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剩余５个县的合成结果留存

备索。

图３　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农民收入差值情况

　　说明：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６个县的差值情况，剩余５个县的结果留存备索。

增长减缓组各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变动情况，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前，实际县与
合成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高度重合，说明合成县较好地拟合了实际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在财
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后，实际县的收入增长幅度小于合成县，表明该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
降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具体来看，图５直观地展示了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在财政
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前，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在０值上下波动，表明二者并未存在显
著差异；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之后，实际县与对应合成县的农民收入差值小于０，并且在财
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初期，其差值的降低幅度较大，之后趋于平稳，说明无论是收入增长加速组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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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减缓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初期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后逐渐趋于平稳。

图４　收入增长减缓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示例

　　说明：横轴、纵轴、实线、虚线及垂直虚线的含义同图２。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６个县的差值情况，剩余

８个县的结果留存备索。

图５　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农民收入差值情况

　　说明：横轴、纵轴的含义同图３。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６个县的差值情况，剩余８个县的结果留存备索。

３．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基本无差异县。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基本无
差异的有宽城县、孟村县、托克托县、准格尔旗、无为县、陵水县６个县，其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与相应合成县的增长情况基本一致。图６中展示了其中３个县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后的农民
收入增长变化情况，其中 （ａ）～ （ｃ）为各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图， （ｄ）～ （ｆ）为对应各县实
际收入与合成收入的差值情况。由图可见，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农民收入
增长情况基本一致，表明合成县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县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下降后实际县与合成县的增长情况仍基本一致，说明该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前后农民收入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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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情况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由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差值情况可见，该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
度下降前后，实际县与合成县农民收入差值均在０值上下波动，更直观地说明实际县与合成县农
民收入增长的差异很小。

图６　收入增长基本无差异组的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及农民收入差值示例

　　说明：（ａ）～ （ｃ）横轴、纵轴、实线、虚线及垂直虚线的含义同图２，（ｄ）～ （ｅ）横轴、纵轴的含义同图３。由于文章篇

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其中３个县的合成结果及相应差值情况，剩余３个县的结果留存备索。

（二）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说明合成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合成组县①逐一进行排列序检验 （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排列序检验的基本逻辑在于逐一合成每个控制组县，并计算每个控制组县的合成值与真
实值的增长情况差值。若合成组县的差值分布于外侧，表明估计出更大效应的概率很小。本文剔
除了控制组县中均方预测误差 （ＲＭＳＰＥ）大于２倍相应合成组县的样本 （Ａｂａｄ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原因在于若调出前拟合的ＲＭＳＰＥ较大说明拟合效果欠佳，即使之后出现较大的收入增长变化也
可能来源于较大的拟合误差。对于ＲＭＳＰＥ数值的选择，研究中并未有统一定论，例如刘友金和
曾小明 （２０１８）排除了ＲＭＳＰＥ高于１．５倍的城市；佟大建等 （２０２０）排除了ＲＭＳＰＥ高于２倍
的城市，本文剔除２倍以上县是一个较为严格的标准。排列序检验结果显示合成组县差值均位于
相应控制组县差值的外侧，这表明如果随机选择一个控制组县，要得到与合成组县一致的结果是
一个小概率事件，说明合成组县与控制组县的合成差值存在显著差异。②

合成控制法可以清楚地反映每个控制组县对合成虚拟目标决策单元的贡献。例如合成涉县由
河北省乐亭县、迁安县、青龙县、隆化县、丰宁县、盐山县６个县分别以０．００４、０．２９９、０．０４０、

０．２８８、０．０３６、０．３３３的权重合成，其余县的权重为０。③ 在该组合形式及权重下，２０１２年前合
成涉县与实际涉县的特征高度相似，即认为合成涉县为实际涉县的反事实对照。
合成组的反事实对照由多个控制组县按照不同权重构成，其中部分县权重较大，这些县的权

５７

①

②

③

合成组县指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的合成涉县、合成长丰县等３１个虚拟目标决策单元。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展示排列序检验结果图，留存备索。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展示各县的合成情况，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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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较大说明其与合成县的相似度较高。为排除合成过程中相似度高的影响，本文将控制组县中权
重最大的县剔除，重新合成新的反事实对照，新的合成结果与基准合成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控制
组县差异并不会对合成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佐证了基准合成结果的稳健性。①

合成控制法与双重差分法的核心思想类似，旨在找到一个控制组，通过对比处理组与控制组
的差异估计政策效应。因此，本文借鉴双重差分法中安慰剂检验的方法在控制组中随机抽取相应
数量的县，并假定其在２０１２年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具体操作如下：在收
入增长加速组的全部控制组县中随机选取１１个县假定其于２０１２年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的
影响并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将这一随机赋值过程重复５００次；同理，在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全部控
制组县中随机选取１４个县假定其于２０１２年受到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的影响并进行双重差分估
计，将这一随机赋值过程重复５００次。结果显示，两个组的５００次随机赋值估计结果均集中于０
值附近，且两个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分别为０．０８５和－０．０７９，与分布图均无交点②，说
明两个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的异质性并非由偶然或未观测到的因素引

致。该结果再次佐证基准结果的有效性。
（三）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与财政支出变化
我国县级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发达地区的财政自给率相对较高，欠发达

地区的财政自给率极低、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如２０２０年献县各项转移性收入达

２６．１亿元，占预算总收入的６１．５％。③ 那么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是否会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
出压力？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表２的结果显示收入增长加速组与收入增长减缓组的财政支出压力均出现不同程度上升，究
其原因在于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直接减少了其财政收入，而
我国县级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度较高，在面对较大的财政支出需求时，地
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进一步分析不同组的差异，发现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压力增长显著，而收入增长减缓组虽同样面临财政支出压力上升的困境，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原
因在于两个组财政收入端的差异，收入增长加速组人均财政收入显著下降，而收入增长减缓组人
均财政收入下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如表２列 （１）和列 （４）所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
为预防规模性返贫，财政资金对于自我发展能力相对不足的县仍存在部分倾斜。此外，进一步分
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的影响发现，无论是收入增长加速组还是收入增长减缓组，财政支出压
力增大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该结论与郗曼等 （２０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
财政支出从多个维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林伯强，２００５；佟大建和应瑞瑶，

２０１９）。本文借鉴温忠麟等 （２００４）及温忠麟和叶宝娟 （２０１４）提出的方法对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下降后农民收入变化、财政支出变化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对收入增长加速组与收入增长减缓组进
行分组讨论，具体结果如表３所示。列 （１）、列 （４）的结果表明从平均效应来看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下降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相较于控制组县，一部分县农民收入增长，一部
分县农民收入下降，该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基准合成的结论。财政支出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具有积
极作用，如列 （３）、列 （６）所示，而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地区整体财政支出受到约束，
如列 （２）、列 （５）所示。从收入增长加速组来看，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地区人均财政支
出显著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并未颠覆农民收入增长态势，但产生了显著遮掩效应，也就是说收入

６７

①

②

③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展示新的合成结果，留存备索。

由于篇幅限制，双重差分的模型、估计结果、平行趋势检验及安慰剂检验结果图不再展示，留存备索。

数据来源：献县２０２０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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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加速组的县具备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相较于控制组县，在财政支出减少的情况下农民收入
仍出现增长，但财政支出减少导致该组各县的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与收入增长加速组类似，财政
资金支持力度下降使得收入增长减缓组各县的财政支出也出现显著下降，财政支出减少对农民收
入增长产生显著抑制效应。

表２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变化及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变量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人均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压力 农民收入 人均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压力 农民收入

ｔｒｅａｔ２
－０．３７０＊＊＊ ０．８３８＊＊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３） （０．３２７） （０．０３０）

— — —

ｔｒｅａｔ３ — — — －０．１２９　 ０．４６５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４） （０．３５３） （０．０２２）

ｓｔｒｅｓｓ — — －０．００３＊＊ —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ｉｎｖｅｓ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ｌｏａ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ｓａｖ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ｐｏｐ
－０．０４９ －０．２６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８ －０．２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７）

ｉｎｄｓｃａｌｅ
０．１０８＊＊＊ －０．４１８＊＊ ０．０２４＊＊＊ ０．１３４＊＊＊ －０．４７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７）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７）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０）

ｆｉｒｓｔ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１）

ｓｅｃｏｎｄ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　１９２　 ４　１９２　 ３　９９９　 ４　２４１　 ４　２４１　 ４　０５４

Ｒ２　 ０．８６４　 ０．１１５　 ０．９４６　 ０．８６５　 ０．１２１　 ０．９４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县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五、进一步讨论和解释

１．产业结构差异。产业结构优化能持续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
展能充分吸纳农村劳动力，为农民提供赖以生存的生计来源，促进农民增收 （宁静等，２０１９）。
如表４所示，收入增长加速组的区县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仍能保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
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显著上升，说明这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来源已非完
全依赖于财政资金支持，而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县产业结构优化并不显著。进一步分解不同产业的
变化情况，无论是收入增长加速组还是减缓组第一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均保持稳定增长，二
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收入增长加速组在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第二产业占比并未出现显著下降，
而收入增长减缓组的第二产业占比显著下降，由此可见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农村第二产业发
展存在不利影响，进而对农民持续增收产生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列 （２）、列 （６）的结果显示第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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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是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压舱石，第一产业在农村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仍须加强。

表３ 财政支出在不同组中的异质性作用

变量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民收入 人均财政支出 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 人均财政支出 农民收入

ｔｒｅａｔ２
０．０７７＊＊＊ －０．２９４＊＊＊ ０．０８９＊＊＊ — — —（０．０２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９）

ｔｒｅａｔ３ — — —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２）

ｅｘｐｐｏｐ — — ０．０４６＊＊ — —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　９９９　 ４　１９２　 ３　９９９　 ４　０５４　 ４　２４１　 ４　０５４

Ｒ２　 ０．９４６　 ０．９３７　 ０．９４６　 ０．９４５　 ０．９３９　 ０．９４６

　　说明：为防止多重共线性影响，本表未控制财政支出 （ｅｘｐｒａｔｉｏ）。

表４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不同组的产业结构差异

变量

收入增长加速组 收入增长减缓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产业结构 一产占比 二产占比 三产占比 产业结构 一产占比 二产占比 三产占比

ｔｒｅａｔ５
３７．５４４＊＊ ３．２０６＊＊＊ －５．６５２　 ４．１９３＊ — — — —（１４．９５１） （１．１８１） （３．５２１） （２．２５０）

ｔｒｅａｔ６ — — — — １０．４５６　 １．９６８＊ －３．８５３＊ ３．４５５＊
（９．４２８） （１．０７５） （２．１６３） （１．８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　８９５　 １　８９８　 １　８９８　 １　８９５　 １　９４５　 １　９４７　 １　９４７　 １　９４５

Ｒ２　 ０．２６０　 ０．４５６　 ０．３２４　 ０．４４７　 ０．２６３　 ０．４５０　 ０．３２５　 ０．４３７

　　说明：为研究产业结构差异，本表控制变量不包括产业结构 （ｆｉｒｓｔ，ｓｅｃｏｎｄ）。

２．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基础设
施建设是我国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 （张亦然，２０２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地区基本建设力度。由表５列 （１）～列 （３）可见，从全样本来看，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下降后固定资产投资显著下降，且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幅度更大，收入增
长加速组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出现显著下降。此外，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是促进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不同组的基本建设支出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资金对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以河北省为例，２００６年收入增长加速组中涉县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
政总支出比重为１６．１６％，而收入增长减缓组的广平县、东光县、献县的基本建设支出分别仅为

７．１３％、２．９８％、４．４４％①，远低于涉县，说明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支出偏向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基
础设施完善工作中成效显著。

８７

① 资料来源：由２００６年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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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不同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贷款差异

变量

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贷款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全样本
收入增长
加速组

收入增长
减缓组

全样本
收入增长
加速组

收入增长
减缓组

ｔｒｅａｔ４
－１７．２３８＊＊ — — ０．３３２ — —
（７．８１９） （２．４９５）

ｔｒｅａｔ５ — －１２．８４４ — — ０．２０４ —
（１４．３１９） （３．０５７）

ｔｒｅａｔ６ — — －２２．９９８＊ — — －２．０３８
（１１．９０４） （３．４２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　１７４　 １　８９８　 １　９４７　 ２　１７４　 １　８９８　 １　９４７

Ｒ２　 ０．２８５　 ０．３２８　 ０．３１０　 ０．４７８　 ０．４８９　 ０．４７８

　　说明：为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差异与金融贷款差异，本表列 （１）～列 （３）未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列
（４）～列 （６）未控制贷款率 （ｌｏａｎ）。

３．金融贷款差异。信贷门槛高是导致欠发达地区农民资金匮乏的重要原因。降低信贷价格、

提高信贷的可及性、向农民提供有偿的以发展产业为依托的资金支持，能够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发
展潜力的群体摆脱金融排斥，从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吴本健等，２０１９）。如表５列 （４）～列
（６）所示，两个组金融贷款率的估计结果符号相反，但统计上均不显著，说明两个组金融贷款率
均未出现显著提升或下降，地区层面金融贷款率差异对农民收入增长差异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
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农民存在金融权力排斥、金融能力低下、金融素养和技能偏
低、普惠金融到户困难等问题 （谭燕芝和彭千芮，２０１９；罗煜和曾恋云，２０２１）。此外，各县年
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包含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商业贷款等各种形式的贷款余额，囿于数据
的可行性，无法准确度量由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而引致的农业金融贷款余额减少量，这也是
地区层面金融贷款率并未呈现统计意义上显著差异的又一重要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９年县域面板数据研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对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的
影响。根据收入增长情况的地区差异，本文将２０１２年调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分成
收入增长加速组、收入增长减缓组及收入增长基本不变组；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财政支出压力
变化、财政支出变化、自我发展能力差异等方面探讨产生地区差异的原因。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第一，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存在地区差
异。在观测的３１个县中，约３５．４８％ （１１／３１）的县农民收入增长加速，约４５．１６％ （１４／３１）的
县增长减缓，约１９．３５％的县 （６／３１）基本无差异。第二，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下降导致地方政府
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原因在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对于上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依赖度较高且欠发达
地区在平稳衔接乡村振兴过程中，地方政府依旧面临较大的支出需求。第三，财政收入减少和支
出压力增大引致整体财政支出减少，进而对不同地区产生异质性影响。一方面，在自我发展能力
相对较强的地区，农民收入依旧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下降，产生遮掩效应；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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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减缓，产生抑制效应。第四，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差异是导致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情况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为提升自我发展能
力提供原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中具有积极作用；由于金融权力排斥、金融能
力低下等问题，金融贷款的积极效应尚未完全释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并结合现阶段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的目

标，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各项帮扶政策、保障
政策和激励政策。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如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低收入群体聚集地，这些地区
发展相对滞后且原因多样，如自然环境恶劣、产业结构落后、技能水平低下、发展动力不足等，
因此，需立足于当地发展的比较优势，针对性地实施多样性的帮扶政策、保障政策与激励政策，
防止政策因 “水土不服”而削弱政策效果。第二，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
过度依赖，从收入端出发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充分利用激励与约束机制，如将上级政府
财政资金支持与本级政府自有财力的增长挂钩，激励地方政府加强自身财源建设。第三，发挥财
政资金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生产要素流入中的积极作用，如高技能劳动力、市场资本、高科技技术
等，从根本上提升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金融支持等措施的合力，推动财政资金支持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直接挂钩，如利用财政资金
助力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采取 “以奖代补”等措施发挥财政资金正向激励作用，实施
低收入群体技能培训获证奖补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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